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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企业绿色创业导向驱动机制：一项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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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讨如何激活农业企业绿色创业以解决日益窘迫的环境问题，以我国207家农业企业为案例样本，基于集合论思想，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从环境、组织两个层面分析政府环境规制、市场压力、管理者环境认知以及绿色价值观等4个条件因素对绿色创业导向形成的多重因果机制。研究发现：缺乏市场压力是导致非高绿色创业导向的必要条件；高绿色创业导向的驱动机制分为3条路径，非高绿色创业导向的驱动机制分为2条路径，且与高绿色创业导向的驱动机制呈非对称关系。研究结论对推动农业企业绿色创业实践的启示包括：政府必须进一步做好政策宣传，企业要引进有绿色创业愿景的管理者，学校也要加强对学生生态文明意识的教育以及培养其社会责任感；在推动绿色创业导向中要把握好关键核心要素；企业管理者应当根据内部价值观和文化以及外部规制和市场竞争状况选择适合的绿色创业提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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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ing Mechanism of Green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in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A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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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een entrepreneurship of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has become the best choice to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countryside, and is the endogenous power source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economy. However, how to activate the green entrepreneurship
of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to solve the increasingly difficult environmental problems has not been effectively solved. In this paper, 207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are taken as case samples, and based on set theory, the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 is used to discuss the multiple causal mechanisms of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market pressure, managers' environmental cognition and green values on the formation of green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nvironment and organiz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lack of market pressure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non-high green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high green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ths,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non-high green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is divided into two paths, and it has an asymmetric relationship with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high green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This study enriches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green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and provides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for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to promote green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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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引言（或绪论）的内容应言简意赅，不分段落。若要对研究基础、相关理论分析以及研究方案作较为充分的论述，应独立成章】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总体部署，指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农村创业创新的活力持续增强，随之而来的自然资源消耗、生物多样性减少、土地退化、食品安全等问题也愈加严重，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如何驱动农业企业实施绿色创业导向战略，推动农业企业以更绿色、更可持续的方式经营，激发农业企业绿色创业活力，兼顾环境、社会和经济“三重底线”[1]，日益受到学界和业界的关注。绿色创业导向是企业通过开展绿色活动来追求既产生经济效益又产生生态效益的机会的倾向[2]，它在实现更好的财务绩效和最大限度减少环境影响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采用绿色创业导向的农业企业可以通过绿色产品、服务、市场和技术创新来为卓越的环境和财务绩效作出贡献[3]。现有关于绿色创业导向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概念界定、维度划分及其与企业绩效关系的探究上[2] 【这是来自文献2的表述或是笔者调研分析相关文献后总结得出的自己的观点？如为前者则保持标注；如为后者则不存在引用。为笔者观点提供支撑的引文，需要延伸阐述的，引用应有实质性引用，且引用完整、准确，有出处，与行文贯通】，相对忽视了绿色创业导向形成路径的议题。近年来，学者们对于绿色创业导向驱动因素的探讨较多，但这些研究大多只关注单个或少数几个关键影响因素对绿色创业导向的影响,不足以清晰阐释3个或者多个以上变量之间的交互影响。此外，国内的相关研究大多聚焦于污染严重的制造业企业，而针对与环境休戚与共的农业企业的研究相对较少。为了填补以上研究空白，有必要基于集合论思想，从整体上探索我国农业创业情境下绿色创业导向的驱动机制。鉴于此，本研究在方法上借鉴杜运周等[4]的研究，采用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fsQCA），力图突破过去无法进行多条件相互依赖分析的局限性，通过组态视角深入挖掘前因复杂性和因果非对称关系，充分探究多个层面前因条件的协同组态对绿色创业导向的影响机制。本研究试图诠释以下问题：一是政府环境规制、市场压力、管理者环境认知及绿色价值观是如何影响绿色创业导向的？二是政府环境规制、市场压力、管理者环境认知及绿色价值观对绿色创业导向的影响机制是什么？三是影响绿色创业导向的核心条件与边缘条件是什么？ 
1  文献回顾与理论框架
1.1  绿色创业导向的内涵及维度
21世纪，创业活动伴随的环保压力所引发的绿色浪潮将绿色创业推到时代的风口浪尖上。农业企业绿色创业指企业在农产品生产和营销中采用更清洁的技术和做法[5]。面对日益紧迫的环境挑战，绿色创业成为环境退化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原因[6]，企业可以利用与环境有关的市场失灵所固有的机遇来减少环境退化并同时获取盈利的机会[7]。因此，企业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以绿色创业为导向，遵循经济、社会、生态的三重底线原则，农业企业也责无旁贷。
绿色创业导向指企业积极主动地实施绿色产品、服务、技术和流程创新，以追求经济与生态效应双赢的潜在机会的倾向[7]。这一构念融合了绿色化和创业导向的内涵，是创业导向绿色化的表现。纵观以往文献，大多数学者主要依据Miller【补著录来源文献】提出的创业导向的3个维度：创新性、先动性和风险承担性，将其绿色化而形成绿色创业导向的维度划分[8]【尽可能引用原始文献】。本研究遵循另一部分学者的研究思路，如夏晗[9]在强调企业绿色创新，率先行动以赢得绿色竞争优势的同时，更加关注绿色创业活动解决环境和社会问题的能力，即本研究将从绿色创新导向、绿色先动导向、社会导向、环境导向4个维度来定义绿色创业导向。绿色创新导向指企业对绿色市场机会追求的倾向性，包括绿色新构想的产生、研发活跃度和绿色新产品的推出。绿色先动导向是企业根据未来需求变化可能带来的绿色市场机会的率先行动倾向，是企业对环保问题、客户绿色需求或市场环境变化的预期采取行动的意愿。社会导向是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参与地方经济和生态建设，致力于解决公众关注的社会问题。环境导向指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积极解决环境问题，力争将自身发展与环保事业紧密结合。
1.2  绿色创业导向影响因素模型构建
在绿色创业导向的前因要素的研究中，Gast等 [1]将这些驱动因素分为3类，包括来自微观层面的企业家的个人价值观和理想，中观层面的市场参与者的外部压力，以及宏观层面的政治和制度立法；Jeffrey等[6]认为规制行动、利益相关者行动、企业社会责任和预期竞争优势是企业参与创造对环境有益的产品和服务的激励机制；高嘉勇等[10]将绿色创业者的创业动因概括为法律、经济、价值观和个人4个方面。基于现有研究，本研究采用文献归纳法，从环境和组织层面分析企业绿色创业导向战略的驱动因素。
1.2.1  环境层面
[bookmark: OLE_LINK2]（1）政府环境规制。政府环境规制是政府通过制定一系列法规政策和行为准则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直接或间接的管控与干预，主要包括环境保护法规、政策、管理条例与措施等，旨在保护外部自然环境[11]。Jeffrey等[6]指出政府干预是解决环境问题的理想机制。制度环境是农业产业部门的关键情境特征，并影响农业绿色企业的创建[12]。企业的环境友好型实践是由合规性驱动的，企业必须遵守政府和非政府机构【？】制定的严格监管框架和要求[7]，才能应对来自国家法律法规的压力并避免遭受处罚。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采取绿色创业导向战略既产生拉动效应又产生推动效应[13]，环境规制的激励水平越强，企业采取绿色创业导向战略的成本越低，预期竞争优势越强，企业越愿意采取环境战略；相反，环境管制强度越大，企业不实施绿色创业导向时面临惩罚的风险就越大，企业越可能采取环境保护行动。也就是说，政府对绿色创业的支持程度越高、对环境破坏活动的管制越强，企业家实施绿色创业导向战略的意愿越强[14]。此外，政府除了通过制定环境保护法规来激励绿色创业，还控制着许可证、土地、税收优惠等农业企业经营发展的关键资源，通过改变供求关系来迫使企业由传统污染型创业转向实施绿色创业行为[15]。
（2）市场压力。客户、供应商、竞争对手等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关注会形成市场压力[16]，这种压力作为一种市场信号，能够减少绿色经营行为所涉及的不确定性水平，从而影响企业采用绿色创业导向战略的决策[17]。企业所面临的顾客压力来源于消费者的产品选择权。随着消费者绿色环保意识的增强，他们往往更希望与那些创造了绿色业务、产品和服务的公司建立联系[18]，并基于产品或服务的绿色属性作出消费决策。供应商的社会责任取向和绿色价值观会影响整个价值供应链的战略调整，考虑社会和环境因素的供应商直接决定了上下游企业前瞻型环境战略的选择[19]。竞争对手所造成的环保压力主要来自企业对资源或市场的争夺[20]，也就是说，那些认为来自竞争对手的威胁较大的企业会在采用清洁生产和改进环境友好型技术方面迅速作出回应。由于企业可以通过提供绿色产品和服务赢得更多消费者青睐和政府资源[21]，因此实施绿色创业导向战略所带来的潜在经济回报会激励企业竞相模仿竞争对手的绿色化行动。在政府规制薄弱的国家，企业对环境的反应程度差异很大[17]，但是，市场压力可以弥补由于政策不健全导致的政府监管漏洞，推进绿色创业。由此可见，政府规制和市场压力是一个国家和地区贯彻生态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有力推手，而制定和实施绿色创业导向战略是企业应对这些外部力量的有效举措[1]。
1.2.2  组织层面
（1）管理者环境认知。管理者环境认知是管理者关于生态环境问题是机会还是威胁的解释和识别[22]。由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管理者通常基于对企业能力资源和外部环境的认知、识别、关注、利用来进行战略选择。Sharma[23]的研究表明，企业不断地寻求竞争优势，在某种程度上，如果管理者认为生态环境问题能给企业带来发展机会而非威胁，就会引导企业参与开发对环境有益的产品和服务。和苏超等[22]的研究进一步支持了Sharma[23]的观点，指出管理者作为环境管理的微观主体，通过对外部环境中机会和威胁的感知来作出是否绿色化的战略决策，从而影响企业的环境行为。也就是说，政府规制环境、市场压力、管理者团队的绿色价值观会显著影响管理者对环境的认知。
（2）绿色价值观。绿色价值观是指人类对于自身与自然、社会之间关系的思维方式，它对绿色创业意愿具有正向影响[15]。绿色价值观本质上是利他主义的，具有绿色价值观的企业管理者通常会赋予社会和环境目标与经济利益同等的重要性，并且出于对绿色产品和服务的热情投身于绿色创业活动[1]。高嘉勇等[10]也指出生态创业的兴起与创业者具有的生态价值观与其所处的生态环境价值观密切相关。这种生态化的或者绿色可持续的思维模式，往往伴随着创业者更高的创业激情[24]，以及市场敏感性、环境认知水平和可持续创业机会识别能力，进而影响创业者对外部政策环境和市场偏好的把握程度。
综合上述分析不难发现，绿色创业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选择，政府环境规制、市场压力、管理者环境认知和绿色价值观均在绿色创业导向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不容小觑的作用，且这4个前因条件相互作用。据此，基于组态视角构建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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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研究模型

2  研究设计
2.1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是Ragin【补著录来源文献】提出的一种基于案例的非对称分析方法，该方法依靠集合思维，通过对特定事件果之因的探索来检验特定结果和预测前因条件的所有可能组合之间的关系，并提供导致相同结果的不同因果路径的逻辑条件组合[4] 【尽可能引用原始文献】。在我国，定性比较分析法（QCA）正在悄然兴起，并被频繁运用于管理学科领域。Douglas等[25]认为对于创业理论的研究，fsQCA的方法能够阐明创业现象中的不对称关系、变量间的潜在依赖性，并解释多因并轨的等效性路径，从而为可观察到的创业行为提供一个更为精细的理解。
本研究选择fsQCA方法的原因如下：第一，组成特定结果的前因条件之间存在相互依赖的互动关系，即抑制性、互补性和互替性，模糊集定性比较通过组态匹配能够简化这种复杂性。第二，相较于传统的定量方法，模糊集定性比较能够更好地处理因果关系的非对称性问题，回答“哪些逻辑条件组合可以导致结果的出现？哪些逻辑条件组合可以导致结果的不出现？”等问题。第三，fsQCA方法对前因条件跨层嵌入的情形具有兼容性，适用于多层变量的研究，不需要对跨层变量进行特殊处理。因此，本研究应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来探究农业企业的政府环境规制、市场压力、管理者环境认知及绿色价值观与绿色创业导向之间的因果关系。
2.2  样本选取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以中小型农业企业为案例样本进行理论抽样，同时由于研究变量均为企业层面的变量，我们将熟悉公司运营和环境状况的农业企业管理者作为调研对象，同时采用纸质和电子两种形式发放问卷，以确保样本数据的代表性和可靠性。为保证地理和经济特征的多样性，从我国东北、西南、华北、华东4个区域1）【补充文后注释说明区域划分依据以及各区域范围】来收集数据，覆盖吉林、黑龙江、四川、河南、山东等农业强省。此外，委托正在经营农业企业或有过农业企业经营经验的朋友动员其私人关系为我们传递问卷。正式调研从2019年11月持续到2020年2月，历时3个月，共发放问卷278份，回收问卷239份，剔除32份答案呈明显规律性和不完整的无效问卷后，最终得到有效问卷207份，问卷回收率为86%，有效问卷回收率为74%。在207个研究样本中，从事农产品加工业的占比为31.4%，从事养殖业的占比为23.7%，从事种植业的占比为22.7%，果蔬业和现代农业服务业占比较少，分别为13.0%和9.0%【合计数不足100%】。企业创立年限绝大多数为3至8年，占比为38.2%。 
2.3  变量测量
为确保测量效度及信度,本研究借鉴发表于国内外高水平期刊的相关研究成果中的成熟量表，结合中国情境下的农业企业实践加以适当修正，最终确定正式问卷，并采用 李克特（Likert）五点量表（1=完全不同意，5 =完全同意）进行测度。在QCA分析中,测量变量通常分为前因条件和结果变量，因此，将政府环境规制、市场压力、管理者环境认知、绿色价值观作为前因条件，将绿色创业导向作为结果变量。
（1）政府环境规制（GER）。借鉴朱红根等[26]的研究成果，在Porter【补著录来源文献】提出的概念框架基础上，将政府环境规制分为激励规制和约束规制两方面进行测量。其中，激励规制包括3个题项，如“企业提供绿色产品和服务能够获得政府方面的税收减免或资金支持”“政府对采取绿色经营战略或有益于生态环境改善的企业给予一定的融资支持”等；约束规制包括3个题项，如“政府出台了相对完善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所必须遵循的环境法规标准”“政府部门对不遵守环境管理条例和环境法规标准的企业会实施严厉制裁”等。
（2）市场压力（MP）。借鉴Tang等[16]对利益相关者压力的描述，将市场压力概括为客户压力、供应商压力、竞争对手压力3个关键维度进行测量。市场压力共6个题项，如“本企业的大多数顾客对绿色产品和服务的需求程度较高”“本企业的大多数供应商提出的绿色化要求较高”等。
（3）管理者环境认知（MEC）。借鉴Sharma[23]的研究成果来测量管理者环境认知，共3个题项，如“过去5年我们公司因环保行为获得收益而非损失”“过去5年我们公司的环保行动没有受到其他组织成员限制”等。
（4）绿色价值观（GV）。借鉴Stern【与文后著录不符】[27]开发的经典量表中对生态价值观的测量指标，本研究通过对相似条目的合并删减形成6个测量题项，如“环境污染对人类健康造成的危害比人们意识到的更加严重”“自然环境的平衡正在渐渐被打破并且会越来越严重”等。
（5）绿色创业导向（GEO）。该变量分别从绿色创新导向、绿色先动导向、社会导向、环境导向4个维度进行测量，共15个题项。其中，绿色创新导向维度和绿色先动导向维度主要借鉴Covin等[28]的测量方式，包括6个题项，如“本企业对当前产品或服务线的绿色改造力度较大”“本企业通常是率先采取绿色行动的市场领导者，竞争对手而后跟进或回应”等；社会导向维度和环境导向维度测量借鉴王秀峰等[29]的测量方式，包括9个题项，如“本企业积极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本企业非常关注经营活动对环保造成的影响”等。
2.4  信度与效度检验
本研究使用SPSS24.0和Amos24.0软件对量表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表1中的分析结果显示，政府环境规制、市场压力、管理者环境认知、绿色价值观、绿色创业导向的克朗巴赫系数（Cronbach’s α）均高于0.8，且组合信度（CR）也在0.8之上，表明问卷信度良好。采用因子分析方法检验结构效度，KMO值均大于0.7，累计方差贡献率超过72.718%，各题项因子载荷在0.7610.864之间，所有构念平均萃取方差（AVE）均在0.6以上，表明本研究所选变量均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表1  变量的信度和效度分析
	变量构念
	维度
	最小因子载荷
	信效度

	
	
	
	Cronbach’s α
	CR
	AVE

	GER
	激励规制
	0.761
	0.940
	0.939
	0.691

	
	约束规制
	0.797
	
	
	

	MP
	顾客压力
	0.864
	0.939
	0.934
	0.721

	
	供应商压力
	0.834
	
	
	

	
	竞争者压力
	0.794
	
	
	

	MEC
	
	0.843
	0.891
	0.891
	0.732

	GV
	
	0.777
	0.892
	0.906
	0.660

	GEO
	绿色创新导向
	0.845
	0.975
	0.975
	0.721

	
	绿色先动导向
	0.809
	
	
	

	
	社会导向
	0.823
	
	
	

	
	环境导向
	0.847
	
	
	



3  研究结果
3.1  数据校准
数据校准是fsQCA方法的第一步。本研究采用fsQCA3.0软件进行校准。由于原始样本数据不适用于fsQCA布尔逻辑分析，本研究在使用QCA 进行组态分析之前参考Fiss[30]研究中的校准方法，采用连续模糊集赋值方案，将4个前因条件和结果变量样本数据转化为[0,1]区间内的集合隶属度。使用模糊集将变量转化为集合隶属度需要预设3个锚点：完全隶属、交叉点以及完全不隶属，本研究取原始数据最大值、最小值及均值分别作为上下门槛值与交叉点, 将原始数据赋值为[0,1]区间内集合数据进行fsQCA分析。
表2  变量的校准锚点
	变量类型
	目标集合
	
	锚点
	

	
	
	完全不隶属
	交叉点
	完全隶属

	类型
	指标
	
	
	
	

	条件变量
	GER
	环境规制力度强
	1.43
	3.88
	4.86

	
	MP
	市场压力水平高
	1.33
	3.87
	4.83

	
	MEC
	管理者环境认知是积极的
	1.00
	3.84
	5.00

	
	GV
	绿色价值观念强
	1.20
	3.94
	4.80

	结果变量
	GEO
	高绿色创业导向
	1.40
	3.88
	4.67

	
	
	非高绿色创业导向
	4.67
	3.88
	1.40



3.2  单因素必要性分析
在进行组态分析之前，需要对单一要素及其非集是否为导致高绿色创业导向的必要条件进行检验，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根据Ragin【与文后著录不符】[31]所建议的构成必要条件的一致性阈值为0.9，本研究的分析结果显示，所有单一前因条件对高绿色创业导向影响的一致性均不足0.9，即不存在高绿色创业导向的必要条件；～MP对于非高绿色创业导向影响的一致性为0.898，接近于0.9，意味着缺乏市场压力是非高绿色创业导向的必要条件，其他条件难以解释非高绿色创业导向。鉴于此，我们转而探讨多因素构成的组态对绿色创业导向的作用机制，下文将把这些前因条件纳入fsQCA，进一步探索产生高、非高绿色创业导向的组态。
表3  样本农业企业高绿色创业导向单因素必要性分析
	前因条件
	高绿色创业导向
	非高绿色创业导向

	
	一致性（consistency）
	覆盖度（coverage）
	一致性（consistency）
	覆盖度（coverage）

	GER
	0.758
	0.819
	0.775
	0.352

	～GER
	0.401
	0.809
	0.603
	0.512

	MP
	0.750
	0.795
	0.812
	0.362

	～MP
	0.400
	0.835
	0.898
	0.577

	MEC
	0.720
	0.792
	0.805
	0.373

	～MEC
	0.430
	0.840
	0.552
	0.454

	GV
	0.769
	0.810
	0.787
	0.350

	～GV
	0.382
	0.810
	0.571
	0.510


注:“～”表示逻辑运算的“非”。

3.3  绿色创业导向前因组态分析
本研究将4个前因要素条件纳入fsQCA 3.0软件并选择“fuzzy truth table algorithm”进行组态匹配分析。首先，将案例频次阈值设定为2，一致性阈值设定0.8，并结合PRI【给出中文名称】大于0.75的临界值，满足该门槛的条件组合标记为1，视为对结果具有解释力的组合，否则记为0，得到完整的真值表。继而，选择“standard analyses”进行标准化分析，并进一步结合单因素必要性分析结果,得出高绿色创业导向和非高绿色创业导向条件组态（见表4）。标准化分析结果输出3种解：简单解、中间解、复杂解，本研究选择报告中间解，并结合Ragin【与文后著录不符】[31]的做法将简单解区分核心条件和边缘条件。
如表4所示，经fsQCA分析得出产生高绿色创业导向的路径有3种组态（GER*～MP *～ MEC*GV，～GER*MP*～MEC*GV，GER*MP*MEC*GV），无论是单个路径一致性还是总体一致性均高于0.8的阈值，根据杜运周等[4]的研究，说明这3个组态是绿色创业导向的充分条件。3组前因的原始覆盖度分别为0.293、0.213、0.484，分别解释了29.36%、21.27%、48.43%的样本，且总体覆盖度达到0.878，表明这3种组态能够很好地诠释企业采取高绿色创业导向的问题。这也说明了驱动高绿色创业导向形成的路径具有多样性。此外，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组态3的覆盖度指标明显高于组态1和组态2，它解释了结果变量的48%，覆盖65个案例样本，即多数农业企业是通过第三条路径实现了高绿色创业导向的。
表4  样本农业企业绿色创业导向的组态
	前因条件
	高绿色创业导向
（high GEO）
	非高绿色创业导向
（not high GEO）

	
	组态1
	组态2
	组态3
	组态1
	组态2

	GER
	●
	
	●
	
	●

	MP
	
	●
	●
	
	

	MEC
	
	
	●
	●
	

	[bookmark: OLE_LINK4]GV
	●
	●
	●
	
	

	Consistency【给出中文名称】
	0.921
	0.899
	0.877
	0.824
	0.866

	Raw Coverage
	0.293
	0.213
	0.484
	0.406
	0.336

	Unique Coverage
	0.060
	0.054
	0.251
	0.108
	0.178

	Overall Solution Coverage
	0.533
	0.444

	Overall Solution Consistency
	0.878
	0.824


注:1）●表示某变量存在，表示某变量缺失；2）大圈表示核心条件，小圈表示边缘条件，空白表示该条件为无关条件，出现与否无关紧要。

3.3.1  高绿色创业导向的驱动机制分析
组态1：GER*～MP*～MEC*GV，显示政府环境规制和绿色价值观作为核心条件存在，市场压力和管理者环境认知作为核心条件缺失，表明高政府环境规制、低市场压力、低管理者环境认知、高绿色价值观的组态能够推动农业企业绿色创业导向的形成。农业企业面临的市场压力水平较低时，企业不会投入过多的资源关注市场需求和追求绿色技术创新；管理者环境认知相对消极意味着他们认为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的唯一责任，绿色化所带来的预期竞争优势不仅难以预测，而且会增加经营成本和经营风险；而高政府环境规制水平表明政府环境激励和管制力度大，企业必须在寻求更多政府补贴和减少惩罚之间选择绿色经营，严格的政府环境规制不仅可以增强企业家绿色创业意愿，还可以提高企业环境管理行为的有效性[32]；绿色价值观念强则表明企业管理者愿意在法律和经济义务之外去做有益于社会的事情。因此，总的来说，高政府环境规制和绿色价值观能够弥补市场压力和管理者环境认知的缺失，从而产生高绿色创业导向。
组态2：～GER*MP*～MEC*GV，显示市场压力作为核心条件存在，绿色价值观作为边缘条件存在，政府环境规制和管理者环境认知作为核心条件缺失，表明低政府环境规制、高市场压力、低管理者环境认知、高绿色价值观的组态可以推动农业企业绿色创业导向的形成。低政府环境规制和低管理者环境认知意味着企业外部政府环境法规不完善，难以引导企业绿色实践，内部管理者视生态环境问题为企业发展的威胁而不是机会；而企业决策活动本质上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在高市场压力的情况下企业有利可图，可以弥补政府监管的漏洞；同时，高绿色价值观的思维方式会产生更高的绿色创业激情，驱使管理者兼顾经济、社会、生态目标。换言之，当企业面临高市场压力和管理者拥有高绿色价值观的情况下，即使缺乏足够的政府环境规制和管理者环境认知，也能够产生高绿色创业导向。
组态3：GER*MP*MEC*GV，显示4个前因条件均作为核心条件存在，意味着高政府环境规制、高市场压力、高管理者环境认知、高绿色价值观的组态能够促进农业企业绿色创业导向的形成。高政府环境规制会从“拉”“推”两个方向作用于更加积极的管理者环境认知和绿色价值观，高市场压力从外部驱动企业采取绿色生产，绿色价值观则从内部驱使有社会责任感的管理者竭尽全力做自己认为对的事。因此，高政府环境规制、高市场压力、高管理者环境认知、高绿色价值观4个前因条件相互影响、互为补充，这种联动匹配效应共同产生高绿色创业导向。
3.3.2  非高绿色创业导向的驱动机制分析
组态1：～GER*～MP*MEC，显示管理者环境认知作为核心条件存在，政府环境规制、市场压力作为核心条件缺失，绿色价值观并未在其中起到明显的作用，表明无论企业管理者是否拥有高绿色价值观，即便管理者环境认知水平高，只要政府环境规制力度弱、市场压力水平低，就会抑制高绿色创业导向形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绿色创业导向战略具有3个特征：双重外部性、投资成本高、绩效结果难以预测[20]，这意味着采取绿色创业导向战略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企业不仅需要基于对内部资源和能力的评估作出绿色化决策，而且要考虑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一方面，在政府环境规制缺失的情况下，政府政策激励水平低、管制力度弱，企业难以克服组织惯性去实施绿色环境创新行动，采取绿色创业导向战略的可能性和主动性就会降低；另一方面，在市场压力水平低的情况下，市场难以提供对绿色产品和服务需求的足够信息，市场不确定性增强，就会削弱管理者对环境的认知水平，从而形成低水平的绿色创业导向。因此，在缺乏政府环境规制和市场压力等外部力量的情况下，企业不会快速、主动地作出绿色化的决策。也就是说，由于企业战略决策是必须响应市场需求和政府合法性规制的，仅仅拥有积极的管理者环境认知尚不能形成高绿色创业导向，还需要来自政府和市场的推动才能落地。
组态2：GER*～MP*～MEC*～GV，显示政府环境规制作为边缘条件存在，市场压力、管理者环境认知、绿色价值观作为核心条件缺失，表明高政府环境规制、低市场压力、低管理者环境认知、低绿色价值观的组态难以形成高水平的农业企业绿色创业导向。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一方面，在政府环境激励和环境管制水平高的情况下，由于企业能力刚性和惯例，企业为了合规而作出的调整是有限的，因此从根本上转变战略导向、完全参与到环境友好型生产和实践的可能性较低，绿色创业导向就低；另一方面，绿色创业导向强调经济、社会、生态三重底线原则，从企业追求经济利益的角度来讲，必须考察源于利益相关者的市场压力、评估管理者环境认知，从企业追求社会和生态效益的角度来讲，绿色价值观是绿色创业导向的必要条件，而这3个前因条件的缺失产生了非高绿色创业的组态。
3.4  稳健性检验
根据Schneider等[33]提出的稳健性检验方法，本研究选择适用于集合论方法的标准进行稳健性检验，即变动一致性门槛值和改变案例频数两种方法，并通过比较变动前后集合关系状态和拟合参数差异两个层面来判定原有分析是否稳健。首先，我们将原来的一致性水平从0.80调整到0.85后进行高绿色创业导向的逻辑条件分析，从输出的结果可以看到，高绿色创业导向整体结果的一致性由原来的0.878提升为了0.899，新的中间解只筛掉了～ GER*MP*～MEC*GV这个组态，其他组态解未发生显著变化；从内部拟合参数差异来看，中间解的一致性为0.877，覆盖度为0.533，整体相差不大，表明原分析具有稳健性。其次，由于本研究的样本数量较大，我们将案例频数调整为1进行标准化分析，发现整体解的一致性为0.877，整体覆盖度为0.533，总体还是保持在原来的水平，此外输出的中间解和原分析一致；从内部拟合参数差异来看，中间解的一致性为0.792，覆盖度为0.399，变化不大。因此，综上两种方法，结合两个层面的分析表明，本研究对农业企业绿色创业导向驱动因素的分析结果具有稳健性。
4  结论与启示
4.1  结论
本研究以207家农业企业为案例样本，运用组态思维，借助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重新配置政府环境规制、市场压力、管理者环境认知及绿色价值观4个条件因素，探讨影响农业企业绿色创业导向形成的因果复杂机制。主要结论包括：（1）缺乏市场压力是导致非高绿色创业导向的必要条件。（2）高绿色创业导向的驱动机制分为3条路径，其中，第一条路径指高政府环境规制、低市场压力、低管理者环境认知、高绿色价值观的组态；第二条路径指低政府环境规制、高市场压力、低管理者环境认知、高绿色价值观的组态；第三条路径指高政府环境规制、高市场压力、高管理者环境认知、高绿色价值观的组态。（3）非高绿色创业导向的驱动机制有2条路径，第一条路径指低政府环境规制、低市场压力、高管理者环境认知的组态；第二条路径指高政府环境规制、低市场压力、低管理者环境认知、低绿色价值观的组态，且与高绿色创业导向的驱动机制存在非对称性关系。   
4.2  理论意义和启示【论文以反映笔者开展的研究工作和取得的主要成果为主，避免自评，相关内容可融入结论讨论部分，通过深入讨论来体现本研究的价值】
首先，现有绿色创业导向研究主要从概念界定、维度划分及其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方面来展开，研究表明绿色创业导向对企业财务和环境绩效、可持续竞争优势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34]。但现有研究不仅忽视了绿色创业导向前因条件的探索，而且仅有的少量研究也较为分散。本研究系统地梳理了现有文献中涉及到的绿色创业导向的驱动要素，可为全面理解企业是如何平衡内外环境进而作出绿色化决策提供参考。其次，现有研究较多关注绿色创业导向的结果效应，对其影响因素的探讨较为匮乏，部分研究仅从一个或少数前因出发检验其与绿色创业导向的线性相关关系，并没有探究宏观、中观、微观层面中各要素间的组态效应对绿色创业导向的影响机制。本研究基于fsQCA方法对207家农业企业进行分析，揭示了多要素联动匹配对高绿色创业导向和非高绿色创业导向的作用效果，响应了“农业产业部门情境下，创业导向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的呼吁[10]。
本研究结论对推动农业企业绿色创业实践有以下启示：（1）存在多条驱动高绿色创业导向的路径，其中管理者绿色价值观是促使企业采取绿色创业导向战略的必要条件，具有高绿色创业导向的企业管理者，企业的绿色价值观就高。因此，要想响应市场对绿色产品的需求、改善管理者环境认知，以采用高水平的绿色创业导向战略，政府必须进一步做好政策宣传，企业要引进有绿色创业愿景的管理者，学校也要加强对学生生态文明意识的教育以及培养其社会责任感。（2）绿色创业导向的发生具有非对称性，政策制定者和企业管理者不能依赖传统经验仅通过总结低绿色创业导向的原因进而反向推导高绿色创业导向的原因，在推动绿色创业导向中要把握好关键核心要素。（3）实现高绿色创业导向的路径是多样且等效的，不一定需要实现4个条件要素的共同提升，采用绿色创业导向的企业可以通过多种机制为卓越的环境绩效作出贡献。农业企业管理者应当根据企业内部价值观和文化，以及外部规制和市场竞争状况，选择适合企业的绿色创业提升方向，只要通过3个组态的任何一种，都可以实现高绿色创业导向。
4.3  局限性与未来展望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仅限于对现有文献中普遍讨论的前因条件进行组态分析，因此，未来可以尝试根据相关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框架对其他的因素进行匹配分析，例如，企业社会责任、预期竞争优势、企业伦理等。其次，仅考虑了农业企业绿色创业的情境，未来可以进一步分析环境问题突出行业，如制造业企业、科技企业等。此外，对于处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或拥有不同规模的农业企业，其绿色创业导向驱动因素的组态路径值得进一步探索。最后，囿于QCA是非时间性的，模糊了因果路径的连续性本质，为了获得更具解释力的结果，未来对绿色创业导向的前因追溯应考虑外部环境的变化，通过时间演化的组态分析、面板数据的集合论研究等方法充分考虑时效性。


注释：
1））【补充说明区域划分依据以及各区域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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